
度

我们就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研究产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也非常需要认

真思索的课题。但是，在多次涌起的“文化热”、“经济热”

中，它或是被忽略，或是被淡化，很少有踏踏实实的成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这一研究本身的难

史海茫茫，前辈的研究成果大多聚集在政治史、军

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对于隐埋于其结构深层的

价值观念体系的研究却少有人问津。不以特定的视角去

重新梳理历史，大概无法全面把握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

内涵，至于分析、批判和继承，那就更无从谈起了。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价值判断。价值观念对社会各阶

层的思想和行为有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风俗、习惯、

舆论、法令，甚至家规、乡约都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维护

久以前，

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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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化这些观念。共同的价值观念是维系一个社会、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价值观念的过

于划一和僵化不变，则会变成思想精神的枷锁。千百年

来，过于划一的价值观念恰如一串强人就范的先验逻辑

锁链，将中国人禁锢在难以逾越的雷池之中。于是，咱们

的老百姓大多变成不争不怒的顺民；出类拔萃、暴富冒尖

者成为众矢之的；矫情伪饰、弄虚作假蔓延成社会的通

病；知识精英们既为强烈的“经国济民”使命感所驱动和

折磨，又不得不在脱离现实的道德章句中寻求精神寄托，

耗磨人生。

无庸置疑，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辉

煌成就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又使我们的祖先在强盛

时故步自封、裹足不前，毫无顾惜地宣泄自己的余能；在

衰弱时死抱古训，追忆陈迹，依然夜郎自大，不思改过。

整个社会平稳而无生气，和睦而无力量，僵化而仍具弹

性，虽然屡经大的动荡和大的破坏，各方面的变化却微乎

其微。在千百年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却如时针的走动，完

成了“零”的路程。

面临新世纪的中国正以亘古未有的崭新面貌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

中衍续？几千年的价值观念积淀如何在新旧制度交替中

嬗代？这无疑是一个有历史重负的民族在继续前进，持

续发展中必须直面正视并认真思考的问题。本书将从虚

与实、公与私、治与乱、生与死这四对中国人生活中历来

占重要地位的价值范畴入手，探讨它们的根源、沿革、表

现、后果及影响，以期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这些命题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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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尊重史

回答。

价值观念的研究虽然是一个新的领域，而我们仍然

采用了非常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本书多方采撷史料，

不烦引经据典。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传统的题目用

传统的方法研究更为和谐，另一方面是希望将这个题目

做得严谨踏实，使我们的论证更贴肉切骨。因为做这种

题目是很容易滑进空泛虚张的浆糊洞里的

实，重视原始资料，正是避免“失足”的警戒。

种

就本意而言，我们引证资料力求做到认真筛选，它们

容易读懂或稍做解释引导便能读懂，其中一些还是较少

为人注意的很有意思的史料，读这些史料本身就是

文化享受。在此基础之上，希望我们的阐述、分析和评

论，能够起到帮助读者沿着这些史实铺筑的隧道，去理解

那古代文明深层的精神基础的路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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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天

中国创世纪神话传说中，天地本来混沌如一枚

鸡子，后来被盘古刀凿斧劈，一分为二，清的上

浊的下降为地。天虚是阳，地实是阴。华夏文明

虽然扎扎实实诞生在这看得见摸得着的黄土地上，但是，

我们的祖先对虚幻无际的苍天却怀有更大的敬意。天

命、天意、天性、天道、天理⋯⋯这些概念除了各自的特殊

性涵义略有差别之外，其共同涵义则都是指宇宙万物的

本原、根据和普遍法则。由是，“天”成为精神世界的代

表。人心向善，体现了天的阳，也就是对精神世界的追

求；人情趋贪，体现了阴，也就是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对

精神世界的追求，讲仁议义，自然都是务虚；对物质世界

的追求，讲富讲利，捞的便是实惠。将虚与实放在中国人

的价值天平两端，向上翘起的该是哪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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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给江都王编了个

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罕言利”，因为，“见小利，

则大事不成；” 又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 由于留下了这句千古名言，儒学后人便对义利

利

之辨十分用心。孟子步其后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义

题上走了个极端。梁惠王高高兴兴地迎接他，问他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他却对这种满腔希

望兜头一盆冷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

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故事，说鲁国国君问柳下惠能不能出兵伐齐，柳下惠回去

后面有忧色。但他倒不是为国君想打仗而发愁，却说：

“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原来伤心是为

了人家没有将他视为仁人，而只是问他打仗争利的事，真

是太委屈人了！董仲舒对此却大加赞赏，并由此阐发自

其功”。

己的观点：“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

儒家正统的义利观念由是建树起来。儒家对

“义利之辨”的关注，朱熹的“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可以

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

《论语

《论语

《孟子

《汉书

子路

里仁

梁惠王上》。

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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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者也”。

和儒家“贵义贱利”的道义论最对立的是法家“唯利无

义”的行为功利主义了。商鞅、韩非从不讳言利。韩非认

为，求利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原始动力，“夫言行者，以功用

为之 只有公开它，认识它，利用它，才能治理好

造车人希望别人富贵，制棺材者希

国家。他说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是因为“虑其

后便，计之长利也”。

人也，利在人之死

望别人短寿，并不是前者心好，后者心恶，而是“人不贵则

舆不售，人不死则棺材不买，情非

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

君臣之间也是一种犹如买卖的利害关系，“臣尽死

“明主知之，故设利害

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 多么犀利的目光和何等深刻的

分析！在这里，只有功利的目的是至高的，一切道德规则

的约束都必须服从这一目的；时间、地点、条件都可以变

化，但行动准则只能是唯“利”。秦始皇从中大受教益，施

诸实践，很快吞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王朝。赤裸裸地讲

利，虽然功效显著，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利益者的矛盾也

日渐公开和激化。对此，法家的武器只有刑杀，结果如火

上浇油，焚毁了帝国，也宣告了法家的义利观的失败。

“义利并重”的墨家义利观介于儒、法义利观之间，这

种义利观带有显明的规则功利主义的特征。墨家也尚

利：“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

《韩非子

《韩非子

《韩非子

《韩非子

《韩非子

问辩》。

六反》。

备内》。

难一》。

奸劫弑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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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又不是见利忘义，尚利的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惠忠也，慈孝也。

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 因此，要旨是“利人乎

同时也应该重义，因为“万事莫贵于义” “知者之为天

下度也，必须虑其义，而后为之行。是以劲则不疑，运迩

这

咸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利。” 所以，在后期墨家

糊：“义，利也。

那里，这两个看来似乎势同水火的范畴被统一得毫不含

在这种义利观看来，功利的目的是重

，

要的，但它的实现却必须顺义，必须遵循道德规则的约

束；考虑利和义，虽有前后之序，却无轻重之畸，以至还会

有“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愁、去爱、去恶，而用仁义

种以义抑利（情欲）的态度。

年）的盐铁会议。从各

先秦的各种义利观虽然如针尖麦芒，针锋相对，但各

言各说，自立门户，倒也相安无事。真正当面交锋的义利

之争始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

贤良文学们坚持孔孟重义轻利郡国赶来的儒生代表

的传统，他们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

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

移也。”“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

薄则背义而趋利，⋯⋯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

天志下》。

非乐上

《墨子

《墨子

贵义》。③、 《墨子

非攻下》。

上》。

《墨子

《墨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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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看起来好像出自大程先生这种“

欲实菽粟货财。”①言者皆请罢盐、铁、酒酤、均输官。与

之辩难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则公开鄙视儒家的仁义之说，

他说：“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

陈空文而已。”他认为应该像商鞅那样“举而有利，动而有

功”，一举一动都以功利为目标，才能真正对国家对人民

有益，使自己“功如丘山，各传后世”。②对于那些耻言财

利高唱仁义的儒生，他的讥笑不能说不尖刻：“文学能言

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

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③然而汉代毕竟不

像秦代，汉武帝尚且是“内多欲而外仁义”，与霍光、金日

碑、上官桀同受顾命的桑弘羊也不敢毫无顾忌地打出重

利的旗帜，在辩论中，他就一再宣称自己施行的政策“非

开利孔为民罪梯者”，“非有司欲成利”。④

汉以后，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逐步确立，重义轻利的

价值观念也日益稳固。到宋代，“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

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⑤用义利来评判人

的活动成为普遍通行的原则。程颢说：

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己。

事情这样绝对地划分成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对立的两

书笃头”的书生意气，

①《盐铁论·本议》。

②《盐铁论．非鞅》。

③《盐铁论·地广》。

④《盐铁论·本议》；《盐铁论·利议》。

⑤《直讲李先生文集·富国策》。

⑥《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义则入

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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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

其实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评判尺度。划入“义”范围

内的事当然会受到社会的赞许和鼓励，划入“利”范围内

的事理所当然就要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制止。

南宋时，朱熹和陈亮进行的一场王霸义利之辩把这

一争论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双方争论的内容已不再仅

仅局限于重义还是重利，而是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历史问

其恶以自

题和社会问题。陈亮认为历史上能作出功绩的杰出人物

都是有德有义的，他们的活动符合天意。例如唐太宗政

绩卓著，使唐王朝国运长久，他的动机与行为就无可指

责；即使是弑兄杀弟逼父一事，也是顺天为民之举。陈亮

说：“天未尝不假手于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于同气，

犯天下不义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为是天实为之，而非吾

过也。天人之厌乱极矣，岂其使建成元吉得

但是朱熹的看法就全然不同，他不同意肆于民上哉！”

把功绩作为衡量、区分义利的砝码，因为人世间靠欺罔成

功的例子太多了。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朱熹说：“太宗

之心吾恐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

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智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

仁义之可饬，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

说，对于唐太宗的分析，朱熹要比陈亮高明得多。但是他

们两人对古人的评论是为了阐发自己的义利观。陈亮意

把一切有功利，对国家对人民有实际好处的事都划入

“义”的范围，使传统儒学功利化；朱熹则坚持排斥功利，

答陈同甫书》。《晦庵集

① 问答二》。《龙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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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后儒
，

之涂不判，眩流流之观

以动机是出于天理还是出于人欲作为“义”、“利”的界限，

他认为，如果把汉唐时偶然出现的成功和尧舜、三代同日

而语，必将“使义利之别不明，舜

听，坏学者之心术”。

朱陈之间的义利之争虽然使陈亮的功利主义为人们

所重视，但实际后果却是朱熹反功利主义的胜利。陈亮

感叹当时的社会风气：“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

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

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

生空谈性理轻视实务之风更重。这种风气不但在士林弥

漫，而且扩及整个社会统治阶层。顾炎武总结明朝灭亡

的教训，以为尚空谈轻务实也是祸源之一。他说：“孰知

今日的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

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论

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

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

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国家、民族的深切痛苦警醒了知识阶层，他们要抛弃

宋明理学的空谈，转入经世致用的实途，然而，清初接连

而起的文字狱，用血淋淋的屠刀挡住了这一转向。不甘

心屈服的遁入孝证学，而大部分人则沿着统治者指定的

答陈同甫书》。《晦庵集

序》。送吴允成运

夫子言性与天道》。

《龙川文集

《日知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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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位笃信

，

方向，重新捡起程朱理学，脱离实际，崇尚“心性迂谈”的

风气比之明末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功利主义在清廷中有

更大的市场。甚至在鸦片战争后，国家、民族再次面临严

重危机的时候，朝野舆论仍为反功利派所左右。

在清末的戊戌变法中，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亮相，一显

身手，其中最让人迷惑不解的要数翁同

于昆明，铁轨纵横

理学的帝师，满脑子陈腐不堪的保守观念。他极端反对

引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对“火轮驰

，居然向光绪皇帝大力

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忧心忡忡，对求富求强的洋务

活动深恶痛绝，百般阻挠李鸿章、张之洞要求修筑铁路的

建议。但是，也正是同一个翁同

推荐了冯桂芬的改革开放味十足的《校邠庐抗议》和雄心

勃勃的激进改革家康有为，最终以这场改革运动的最重

要的支持者而载入史册。对于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和举

动，史学家或以为他为增强帝党力量走过了头，或断定他

在维新思潮影响下改变了立场。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翁

同龢貌似反常的所有举动实际上都符合他内心恪守的义

利价值标准。他在三十二岁时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欲

立一誓，从心体上著力，凡富贵利达之念，扫除净尽，然后

之哉！能任得事，然后能见得理，

可见那时的他早已是一个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了。

后来人宫当了皇帝的师傅，更是经常向光绪讲论义利之

别的意义，希望皇帝好义远利。他反对造铁路，因为他认

为这些计划完全是为了求利，是鼠目寸光。他赞赏冯桂

《衡文恭公日记》，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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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长，

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

术”的主张，接受康有为保国、保教的改良宗旨，因为他认

为这些都没有越出儒家重义的范围，符合他捍卫匡复道

义的夙志。

噪千年的义利之争其实

在时代大变动的漩涡中，传统的义利观将一个守旧

的官僚推到改革前沿，确实是个奇迹，但这也正是翁同龢

与维新派貌合而神离的原因。

只是重复一个老问题，它只是不断提醒人们：传统的义利

观念之争，是不可能争出具有革命性的新思想武器来的。

利之争的焦点，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要不要把义

和利分开 但实际上，即使最坚决的反功利卫道

士也知道，义和利在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中国的义利观

念早在氏族社会后期已经萌生，传说中的三王五帝都是

德行高超，能以仁义感化人民的圣贤。那时的社会充满

了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

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在这样的社会

里，义和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氏族部落的全体成员

必须在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恶劣

礼运》。《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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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的自然环境和其他氏族部落的侵犯，获得各种维持生存

的物质。离开了义，氏族集体就容易陷于衰弱和瓦解，就

会丧失大量利益，最后甚至难以生存。

阶级产生以后，氏族制度逐渐地走向瓦解。但是，中

国并没有发展成一个可以允许个体独立生存的社会，义

的作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走向加强：“礼义以为纪，以正

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设制度，以立田

义成为符合社会礼制的行为规范，成了一切制度

的基本准则，因此，它仍然具有极强的功利性。据《国

语》、《左传》等书的记载，在当时社会里，诸如“义以生

利”，“义以建利”，“义者，利之足也”，“德义，利之本也”，

“废义则利不立”，“不义则利不阜”等等言论甚为流行。

这说明，在春秋时期，义和利还没有完全对立，利要由义

来保障，义要由利来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是谁也离不开

谁的。

使义和利对立起来，大概要算是孔老夫子的功劳了。

然而，孔子之所以能赋予义和利有两种对立的属性，并不

是因为义已经成熟到可以离开利而独立存在，而是义已

经把一部分它所必不可少的利融化在自己的范畴中，而

把另一部分妨碍义的利排斥到自己的对立面。这种成熟

是封建礼制发达的结果，它的特征是：凡是符合礼制的行

为已足以保证统治者获得最大的长远的利；凡是不符合

礼制的行为则必然危害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它所带来的

利是私利，是小人之利。董仲舒曾说：“及至周室之衰，其

，

运》。《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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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说得更明白：“利是那义里

卿大夫缓于谊（义）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

讼”，周王朝的灭亡正在于义的沦丧。他告诫统治者：“尔

好谊则民乡（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内望也，近

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

行哉。

者，盖只以利为

对于义的这种变化，宋代大儒程颐有些领悟，他说：

“君子未尝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

心则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

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

利。仁义未尝不利。’，

又说：“‘罕言利’者，盖凡

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

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

利？’，

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圣人岂不言

利自在义中最能反映儒家义利观念的内在基础，

如果义无利有害，谁还要它呢？问题其实只在于把利放

在第一位还是把义放在第一位。把义置前，凡事先考虑

义不义，有了义必然生出利，这种利是不求自得，不请自

来，当然比那种孜孜求利最后反而落空要强得多了。

由于统治阶层的利已附在义中，所以重利轻义的重

点实际上是要淡化人民的求利之心。中国历史上有许多

理财家和改革家，他们受到后世文人的谴责和辱骂。他

们的主要罪状倒并不是所实施的改革措施上的失误，而

《汉书 董仲舒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朱子语类》，卷三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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